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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新媒體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主張近年來的社會運動已呈現出

「快閃政治」（flash-mob politics）的型態。具體而言，快閃政治中的社會運動
組織者與參與者，主要以行動電話與網際網路作為動員媒介，可在極短時間

內擴大參與者的規模，有助於克服集體行動理論中的「白搭」問題（free-rider 
problem），把集體行動從多人「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變成為多人
「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本文利用跨國的數據資料以及台灣的數據
資料分別進行統計實證分析，同時也對於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進行案例研究。
我們發現，當行動電話和網際網路的使用率愈高，對於社會抗議的動員會產生

顯著的推動效果。最後，本文認為快閃政治會催生出新的政治力量、使政府與

政黨更加重視新媒體在政治動員中的角色，同時也將加速傳統政黨政治的式

微，促使政治參與轉變成一種「馬上辦政治」（politics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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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2001年1月，菲律賓馬尼拉的愛得薩大道（Epifanio de los Santos Avenue, 

EDSA）匯聚一百多萬「黑衫軍」群眾，在四天之內，便成功推翻身陷貪腐

醜聞的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Rafael, 2003）。黑衫軍凝聚的動

力，來自於一則只有十幾個英文字母的手機簡訊：“Go 2 EDSA, Wear black”

（「赴愛得薩，穿黑衫」）。這場由手機媒介觸發的集體行動事件，引起美國學

者 Howard Rheingold 的注意而在2002年出版《智慧型群眾》（Smart Mobs）。

Rheingold（2002）探討行動通訊工具如何能夠克服經濟學所揭示的囚徒困局以

及集體行動的白搭問題。書名中Mobs一字實具雙關用意：它不但是無組織的

群眾，同時也指涉手機等行動溝通工具。簡言之，手機的使用，可克服大規模

群眾運動中溝通及協調的問題，凝聚無組織的群眾在同一目標之下達成集體行

動。

2014年3月18日，台灣發生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人民佔領立法院的抗議行

動，被大眾傳媒稱為「太陽花運動」。在這個抗議運動的動員過程中，有學者

認為民進黨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朱雲漢，2014），但也有學者認為民進黨對於

該運動的動員毫無貢獻（何明修， 2014）。① 這些立場相左的說法，其實都只

有掌握太陽花運動的部分面向。太陽花運動雖然不能說與民進黨毫無關聯，② 

① 民進黨與社運之間的關係，從選舉成為政治參與形式的主流之後，已出現劇烈的變化。
相關的討論可參考吳介民（2002）與Ho（2003, 2005）。

② 在太陽花運動期間，民進黨只有一次大規模動員其支持者，於3月21日號召群眾包圍立
法院以聲援學生。不過，由於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發言期間把聲援大會變成選舉造勢大

會，事後向學生道歉。
③ 一般而言，新媒體和網路不全然相同，但兩者高度相關。我們對於新媒體一詞的認知係
參考自：一、新媒體研究院（New Media Institute）的定義：「新媒體是21世紀的一個專有
名詞，指涉的是所有與網際網路以及科技、影像與聲音的事物」（Socha and Eber-Schmid, 
2014）；以及二、美國政府「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對新媒體的定義：「新媒體是一種利用
網際網路、podcasts、RSS feeds、社群網絡、簡訊、部落格、維基百科、虛擬科技的互動
式傳播」（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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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否認的是，如果沒有新媒體（new media）③ 的推波助瀾，這場抗議運動

似乎不可能有如此龐大的動員力量（張錦華，2015）。

本研究提出「快閃政治」（flash-mob politics）的概念以描述並解析近年來

的社會運動。我們認為，行動電話和網際網路等新媒體的普及，已劇烈改變政

治傳播的方式；新媒體的普及讓近年來的公民社會運動得以有效快速集結動

員，同時也弱化政黨與工會等傳統政治行為者在集體行動過程的角色。具體而

言，快閃政治的社運參與者與組織者大量以行動電話與網際網路作為動員媒

介，可在極短時間內擴大參與者的規模，有助於克服集體行動理論中的「白

搭」問題（free-rider problem），把集體行動從多人「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轉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

本文利用跨國的數據資料以及台灣的數據資料分別進行統計實證分析，同

時也對於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進行案例研究。我們的研究發現：人民對於行動

電話與網際網路的大量使用，對於社會抗議事件的發生頻率具有顯著的推動效

果。最後在結論的部分，我們認為快閃政治會催生出新的政治力量、使政府與

政黨更加重視新媒體在政治動員中的角色，但同時也將加速傳統政黨政治的式

微，促使政治參與轉變成一種「馬上辦政治」（politics on demand）。

貳、社運動員模式的新發展：快閃政治的興起

近年來，許多民主國家的政治動員，因為電子媒體的普及化，已呈現不同

以往的型態。在美國，早在1960年代初期，即有學者提及電視對於傳統政治動

員的模式所造成的潛在影響。Banfield和Wilson（1963）曾生動描述當政黨的

「選區輔選隊長」（precinct captain）在登門造訪選民時，若恰好遇到選民正在

收看電視節目，「他要不跟著安靜地看電視，要不就說聲抱歉繼續下個行程」

（Banfield and Wilson, 1963:122；轉引自Wattenberg, 2000:66）。這個描述，顯

示出政黨在進行動員時，已因為電視媒體的普及而呈現力不從心的趨勢。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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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則指出，電視媒體的普及，使人民不須倚賴政黨就可以有效獲得政治資訊

（Dalton, McAllister and Wattenberg, 2000:49-50），同時也使候選人有較大的自

主性從事競選活動，降低政黨因素對於選民決定的影響（Wattenberg, 1982）。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資訊革命已嚴重弱化政黨及其他傳統政治組織在集體

動員過程中的角色（Bimber, 2003; Wattenberg, 1998）。④

除了電視之外，自1990年代末期開始，網際網路的興起也對一般人民的政

治行動參與，造成重大衝擊。⑤ 在非民主國家，網路能降低人民參與政治的成

本門檻，對於推動政治變遷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許多研究指出，烏克蘭2004

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可說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由網路發動的

社會革命」（Kuzio, 2006:375; Prytula, 2006）。從2005年起蔚為風潮的智慧型手

機（smart phones）（DeLuca, Lawson and Sun, 2012:486），⑥ 結合了通訊工具

的行動性與高速行動無線上網的雙重特性，對於社會運動的動員，更產生非

常重要的推進作用 (Monterde and Postill, 2014）。2010年底從突尼西亞開始的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許多國家的人民透過臉書（Facebook）、推特

（Twitter）等新媒體進行網路動員（Howard and Hussain, 2013），直接由下而

上地挑戰獨裁政權。

④ 然而，也有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Whiteley（2011）指出，歐洲民主國家人民對於政黨活
動的參與有逐年減少的趨勢，而且這樣的趨勢和人民參與網路活動的頻率無顯著相關。

⑤ 更深入來看，Gibson等學者（2005）指出，探討網際網路與政治參與的文獻，主要有三
種理論觀點。第一個觀點為「常態化理論」（normalization theory），主張網路只有對原本
就有高度參與政治活動傾向的人具有強化其政治參與傾向的效果，無法提升一般民眾的

政治參與傾向（Norris, 2001）；相對而言，「動員理論」（mobilization theory）則持相反
的主張，認為網路可降低參與政治的門檻，幫助提高一般民眾參與政治的動力（Tolbert 
and Mcneal, 2003）。第三種論點則為Gibson等學者（2005）所提出的「情境化模型」
（contextualized model），他們以英國的調查資料為基礎，發現常態化理論和動員理論並
非互斥。其實證分析顯示常態化理論的假設獲得一定支持，但當控制「網路使用經驗」

的變數後，網路對於平時不常參與政治的群體（例如女性、年輕人），則具有動員其參與

政治的效果。
⑥ 當蘋果公司設計的iPhone在2007年推出後，更加速全球行動電話產業競逐，使智慧型手機
的使用更為普及（West and Ma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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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國家，新媒體使用的普及化，促發更多、更強的社會抗議行動

（Anduiza, Jensen and Jorba, 2012; Bennetta and Segerberg, 2013）。這些新型態的

社會運動包括2010年到2011年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

（Anduiza, Jensen and Sabucedo, 2014），2010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Gaby and Caren, 2012），以及2011年的美國威斯康辛州

勞工抗議（Veenstra et al., 2014）等社會運動。在這些社會運動中，人民利用新

媒體動員抗議行動，除了因為效率的考量，另一部分原因則是為了要保留社運

本身的自主性，甚至是為了與政黨刻意保持距離（Castañeda, 2012）。

不論是在民主國家或是非民主國家，近年來風氣雲湧的公民運動已經不只

一次地證明：公民能夠超越政黨與工會等傳統政治組織，可在短短幾天之內，

透過新媒體動員數十萬群眾，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政策要求。這種新型式的集體

政治參與行動，可以稱為「快閃政治」。

快閃政治的意義係轉借自「快閃族」（flash mob）一詞。根據線上版的大

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a），快閃族的定義為：「一群互不相識的

人，透過網站、線上討論群組、或是電子郵件群組的快速動員，在公共空間進

行奇特但無害的集體行動」。⑦ Nicholson（2005）是最早以「快閃族」的概念

來描述當今社會運動的研究，而「快閃政治」（flash-mob politics）一詞最早是

由加州大學教授Frank Gilliam（2011）所提出，用來描述2011年秋季在美國發

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⑧

本文使用快閃政治一詞來描述並解析近年來的社會運動，此處的「快

閃」，主要是在描述社運快速集結的過程，而不是暗指社運缺乏目的性。事實

上，近年來的許多社運在形式上具有快閃的特質，但實質上則具有非常明確的

⑦ 最早的快閃族行動發生在2003年6月17日下午7時27分至37分，由一個約70人的團體在紐
約曼哈頓梅西百貨（Macy’s）的毛毯專賣部門發起。

⑧ 根據Gilliam的論點，快閃政治的「快閃」本質反映在公共空間發起行動、運用資訊科技
工具進行動員，以及隨興表演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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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訴求，例如台灣2013年以改善軍中人權作為訴求的白衫軍運動，以及2014

年以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目標的太陽花運動。在此，我們借用賽

局理論（game theory）的重要概念，延伸快閃政治的意涵。我們認為，快閃政

治的行動者主要以行動電話與網際網路作為動員媒介，可在極短時間內擴大參

與者的規模，有助於克服集體行動理論中的「白搭」問題，把集體行動從多人

「囚徒困局」（Schelling, 1978）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Chong, 1991）。⑨

什麼是多人囚徒困局？若我們假設在一個社會中，當參與社會運動這種行

為普遍被視為一種「得不償失」、「弊大於利」的行為時，則我們可以說這個

社會處於一種集體行動的多人囚徒困局。這個困局可以用下圖一來表示。

在圖一中，Y軸代表收益，X軸代表除了自己以外參與運動的人數，上方

的斜線代表不參與的收益，下方的斜線代表參與的收益。圖一的特徵包括：

圖一　多人囚徒困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⑨ 本節的討論主要參照並改寫自林澤民（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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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穿過原點的水平線代表「原始狀態」，亦即無人願意參與集體行動，且每

人的收益均為零。二、不參與的收益總要比參與的收益來得高，這是因為不參

與的人可在不付出任何代價的前提下，與其他參與者共享社會運動的成果，

因此，對於自己而言，不參與是「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意即不論

其他參賽者採取何種策略，這個策略都是對自己比較有利的策略。三、不參與

的收益與參與的收益皆會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加而升高，亦即當有越多人選擇參

與，則自己的收益也就會隨之增多。四、在參與收益線上，當參與的人數超過

K時，則其收益會大於零，此時雖然不參與還是比參與的收益要來得高，但從

參與者的角度來看，提高參與仍可帶來較高收益。

多人囚徒困局對於集體行動的意涵為：社會處於原始狀態，理性的行為者

都不願意參加集體行動，所以也就不會出現集體行動。以賽局理論的語言來

說，多人囚徒困局所隱含的原始狀態是一種「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

意即這是一個所有參賽者都不願意「單方面」改變其各自策略的賽局結果；然

而，這個狀態卻不是「伯瑞多最佳結果」（Pareto optimal outcome），亦即這不

是一個所有參賽者皆無法「同時」改進的賽局結果。

然而，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多人囚徒困局並非常態，主要是因為在一些特

定的條件下，多人囚徒困局有機會可以轉變成「多人協調賽局」，而使社會運

動的動員成為可能。我們在此利用下圖二來闡述多人協調賽局：

圖二中的Y軸代表收益，X軸代表除了自己以外參與運動的人數。和圖一

不同的是，圖二中的參與收益線，其斜率超過不參與收益線，這代表參與收

益的邊際效益高過不參與收益的邊際效益。具體而言，當參與者的數目大於V

時，則參與者的收益將超過不參與者的收益，此時參與成了優勢策略。這個V

點，便是所謂的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Chong, 1991）。當參與人數超過臨

⑩ Granovetter（1978）提出「門檻模型」（threshold models），認為當愈多人加入抗議運動
時，個別抗議者被鎮壓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因而對於其他「認為參與社運代價很高」的

人產生鼓舞作用，可降低這些人所認知的代價，使愈來愈多人加入抗議行動；此時，抗

議行動將持續自我增強並擴大（self-reinforcing）（D’Anieri, 200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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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質量，則任何自私自利的人都會覺得參與運動是很划算的作法。⑩

圖二的多人協調賽局對於集體行動的意涵為：此賽局沒有無條件的優勝策

略，社會可能處於原於狀態（亦即沒有人願意參與集體行動），但社會也有可

能處於人人都願意參與集體行動的狀態。從賽局理論的語言來看，這兩個狀態

都是納許均衡，但前者（不參與收益線的最低點）不是伯瑞多最佳狀態，而後

者（參與收益線的最高點）卻是伯瑞多最佳狀態。若要實現第二個納許均衡，

則端視是否能讓參與者的數目達到臨界質量。⑪

如何能達到臨界質量呢？根據Marwell和Oliver（1993:101-29）的研究，當

溝通協調成本能有效降低，便容易達到臨界質量，進而能克服「白搭」問題。

圖二　多人協調賽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⑪ Chong（1991）認為，在上述多人協調賽局的框架之下，若要促使參與收益的期望值高
於不參與收益的期望值，除了要擴大「參與人數超過臨界質量」的機會之外，另外兩個

可激勵理性參賽者參與社會運動的條件是：降低參與的代價，以及提高選擇性的誘因

（Olson,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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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在當今社會中，使集體政治行動之溝通協調成本降低的關鍵，就是

新媒體的普及。首先，新媒體所具有的即時互動之特性（Bargh and McKenna, 

2004），使政治行動中的溝通協調成本大幅降低（Bimber, 2001:54）。參與者可

透過手機和網際網路輕易獲得社會運動的相關資訊，包括運動的目標、策略和

現狀，不僅有助於參與者了解行動過程，更可幫助組織者進行有效的動員。其

次，由於網路能允許上網者匿名發表意見，因而可鼓勵參與者在不被政府壓迫

的情況下勇於表達意見（Rohlinger and Brown, 2009），進而可結合成緊密的社

群網絡，提高參與收益。最後，由新媒體所形成的社群網路，不僅可以強化社

會運動成員的「社群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ness）（Chen et al., 2014），同

時也可能讓參與者對於臨界質量產生較樂觀的評估，亦即當看到只要所屬社群

有足夠的人數參與運動，就容易形成參與收益高於不參與收益的判斷，因而產

生更強的參與誘因。

綜合而言，快閃政治對於集體行動的理論意涵為：當新媒體的使用率愈

高，將能有效使參與社運的人數超過臨界質量，使集體行動從多人囚徒困局轉

變為多人協調賽局，因而提高社運成功動員的機會，產生更多的社會抗議運

動。根據這樣的理論預期，我們在此提出以下假設：「當一國的新媒體使用率

愈高，則該國會有愈多的社會抗議事件」。為了驗證該假設，我們將利用跨國

數據資料以及台灣的數據資料進行量化統計分析，以探討新媒體對於抗議運動

的效應。

參、影響社會抗議動員的其他變數

在本研究的量化分析中，我們的主要自變數為行動電話使用率以及網際網

路使用率。除了這兩個自變數之外，我們同時也會在模型中把其他對於抗議運

動具有潛在解釋力的變數納進模型。這些控制變數包括：

反對黨陣營規模。先前有文獻認為，若反對黨陣營愈大，則該國將發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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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抗議事件（Almeida, 2012）。同樣的，Jenkins、Jacobs與Agnone（2003）

在其關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研究中發現，當國會裡有愈多和特定社會運動共

享相同理念的議員，則該社運將可透過這些盟友的力量，而匯聚較強的動員能

量。然而，Larson和Soule（2009）的研究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認為當國會中

較同情社運的政黨擁有愈多席次時，社運反而為有較多制度性的管道能表達其

訴求，因而較少發動社會抗議行動。為了考量反對黨陣營對於社會抗議運動所

可能產生的效應，在本研究中，我們利用「所有反對黨在前一次國會選舉中的

總得票率」來測量反對黨陣營規模。⑫

國家總人口數。我們將這個變數包含進模型中，主要是因為人口愈多的

國家代表其幅員廣大，可能常會出現較多的社會矛盾，而這樣的矛盾可能來

自於族群結構、或是社會分歧程度的不同，⑬ 使執政者較難掌控或預防社會衝

突，因而可能會發生較多的抗議事件（Powell, 1982:31-4）。我們依照既有文獻

（Arce, 2010; Arce and Bellinger, 2007; Su, 2015）的作法，將這個變數具體操作

為「取自然對數予以轉換（natural log transformation）的總人口數」。

動員資源的能力。根據資源動員論的觀點（Jenkins, 1983），社會抗議的發

生，與人民是否能動員相關資源以組織集體行動密切相關。因此，我們有必要

在模型中控制「動員資源的能力」。我們利用經濟發展程度（每人國內生產毛

額；單位以美元計）以及識字率作為測量動員資源能力的指標。具體來說，一

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常與人民所擁有的資源有關，當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愈高，

則在必要時，該國人民將有較多的資源可投入社會抗議行動，因而可預期該國

將發生較多的抗議事件（Bellinger and Arce, 2011）；同樣地，若一國國民的教

育程度較高，則在必要時，人民將較有更高的能力可運用相關的資源動員抗議

⑫ 「反對黨」不易被定義，特別是在跨國量化分析中，因為各國脈絡不同，使定義牽涉到
更多複雜的因素。然而，為了分析上的簡便與需要，我們對反對黨所採取的一般定義為

非執政黨的其他政黨（不包含無黨籍）因此，在內閣制國家中，反對黨為內閣以外的政

黨；在總統制下，反對黨為非總統黨的其他政黨；在半總統制下，反對黨為非總統黨以

及內閣政府以外的其他政黨。
⑬ 我們感謝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對此所提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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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傳統媒體的普及程度。雖然我們認為新媒體是近年來影響各國社會抗議動

員的重要關鍵，但事實上，傳統媒體仍可能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占有一席之

地。因此，唯有把傳統媒體的普及程度納入量化模型中，一起與新媒體的變數

共同檢驗，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抗議動員力量是否來自新媒體。在本研究中，我

們所包含的傳統媒體普及程度之變數為電視使用率。

肆、快閃政治的跨國實證分析

在我們的跨國分析模型中，分析單位為民主國家，分別以2000年和2004年

的資料作為樣本。首先，我們依照Polity IV Project網站上的作法，⑭ 將「民主

國家」定義為：若一國的Polity IV（Marshall, Jaggers and Gurr, 2011）分數大於

或等於6，則該國為民主國家。我們之所以選取2000年與2004年這兩個樣本，

主要是因為King和Lowe（2003）的資料庫所包含的年份為1990至2004這十五

年。我們認為，2000年為新媒體的使用正開始要快速普及的時刻，而到了2004

年，新媒體的普及已漸趨成熟，所以採取這兩年的樣本進行比較分析，是有其

意義的。

在我們的統計模型中，依變數為反政府抗議事件數，其資料來源為Su

（2015）。Su的資料係整理自King和Lowe（2003）的事件資料庫，⑮ 該資料庫

所倚賴的資訊來源為路透社（The Reuters）。Su（2015）對於反政府抗議事件

的操作化定義為：任何以政府機構與相關官員為訴求目標的抗議行動，而抗議

行動的形式包括靜坐、絕食、街頭示威、街頭遊行、街頭暴動、破壞政府公

⑭ 參閱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⑮ 另一個可以使用的資料庫為Arthur Banks的CNTS資料庫，此資料庫係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報導進行編碼。然而，這個資料庫因為有嚴重的資料遺漏問題（Nam, 
2006），為許多社運研究者所詬病，因此我們不倚賴這個資料庫建立依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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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及罷工。

其次，模型中的主要自變數包括：一、行動電話使用率（平均每百人擁

有的行動電話用戶數）；二、網際網路使用率（平均每百人網際網路使用者人

數）。⑯ 如果我們的假設得到支持，則可預期這兩個自變數將對於依變數具有

正向和統計上顯著的效果。除了上述自變數之外，我們的模型中也包含了五個

對於社會抗議事件發生的頻率具有潛在影響力的控制變數，分別是反對黨陣營

規模、國家總人口數、經濟發展程度、⑰ 識字率，以及電視使用率。⑱

由於我們的依變數—反政府抗議事件數—為非負值整數之計次變數（count 

variable），其數值不是0就是大於0的正整數，所以並不適合以最小平方法的迴

歸模型（OLS regression）作為分析工具（黃紀、王德育，2012）。在對非負值

整數之計次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時，我們應採行泊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

或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Long, 1997）。由於我們的依變

數呈現過度離散（over-dispersed）的特性，所以我們決定採取負二項迴歸作為

分析工具。

表一與表二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我們的假設得到部分的支持。首先，不論

樣本是否為2000年或是2004年，而且不論是否有加入其他的控制變數，我們發

現一國的行動電話使用率，皆對於該國的抗議事件頻率有正向且具統計意義

上顯著的效果。相對而言，從表二的結果中，可得知網際網路使用率只有在模

型五具有正向且具統計顯著性的效果，在模型七，其效果為正向且接近統計上

的顯著性（p=0.102）。而在控制經濟發展程度、識字率與電視使用率等變數之

⑯ 這兩個變數的資料來源為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DI）資料庫（World Bank, 
2014），但由於該資料庫沒有台灣的資料，所以我們採取以下的資料進行相關觀察值的編
碼：網路使用者的資料來自資策會（2009），行動電話用戶數的資料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4a）。

⑰ 反對黨陣營規模、人口數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變數的資料係來自Su（2015）。
⑱ 識字率與電視使用率的資料來源為Norris（2008），而其原始資料則來自Banks和Wils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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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全球民主國家之行動電話使用率與社會抗議事件數的實證分析

模型一

(2000年)
模型二

(2000年)
模型三

(2004年)
模型四

(2004年)

行動電話使用率
0.029***
(0.004)

0.025***
(0.007)

0.013***
(0.004)

0.016**
(0.006)

反對黨陣營規模
-0.009
(0.008)

-0.007
(0.008)

-0.008
(0.011)

-0.003
(0.012)

人口數
0.837***
(0.068)

0.865***
(0.077)

0.794***
(0.083)

0.854***
(0.098)

經濟發展程度 —
-0.000001
(0.00002) —

0.00002
(0.00001)

電視使用率 —
-0.0002
(0.004) —

-0.504
(0.777)

識字率 —
0.018**
(0.008) —

-0.009
(0.010)

常數
-12.450***

(1.206)
-14.594***

(1.645)
-12.066***

(1.425)
-12.688***

(1.788)

樣本數(N) 89 80 93 84

資料來源： Banks和Wilson（2014）; King和Lowe（2003）; Norris（2008）; Su（2015）; World 
Bank（2014）；資策會（2009）；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說　　明：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p ≤ 0.01; ** p ≤ 0.05; * p ≤ 0.1。

後，網路使用率這個變數便失去顯著性（模型六與模型八）。

為何在控制經濟發展程度、識字率與電視使用率等變數的情況下，行動電

話使用率仍具統計顯著性，但網際網路使用率這個變數卻失去統計顯著性？我

們認為，這是因為行動電話具有高度的可移動性，是一種非常方便且有效的通

訊工具，對於提高社運的動員能力，可說是一大關鍵（Rheingold, 2002）。換

言之，當一國的行動電話使用率愈高，代表民眾間溝通協調的成本大為降低，

而使集體行動的動員更為容易。其次，在考量經濟發展程度、識字率與電視使

用率之後，網際網路使用率的效果便失去統計顯著性，雖然可能是因為這兩個

變數具有高度相關性，但也可能與我們資料的限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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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社會運動文獻雖然肯定網際網路對於政治動員的重要性（Howard 

and Hussain, 2013），然而實際上，對於社運動員最有影響力的社群網站—

Facebook與Twitter—分別在2004年2月與2006年3月才成立。對於「行動無

線上網」具有關鍵地位的「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the third generation of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簡稱3G），一直到2005年以後才開始

普及（Raychaudhuri and Gerla, 2013:4）。同樣的，智慧型手機也從2005年起

才蔚為風潮（DeLuca, Lawson and Sun, 2012:486）。正如Monterde和Postill

（2014:436）所言，在智慧型手機還沒普及之前，學者在研究「智慧型群眾」

（例如2001年菲律賓黑衫軍革命）時，尚可對行動通訊工具與網際網路進行區

表二　全球民主國家之網際網路使用率與社會抗議事件數的實證分析

模型五

(2000年)
模型六

(2000年)
模型七

(2004年)
模型八

(2004年)

網際網路使用率
0.037***
(0.009)

-0.005
(0.014)

0.010
(0.006)

-0.015
(0.010)

反對黨陣營規模
-0.010
(0.010)

-0.005
(0.009)

-0.016
(0.012)

-0.013
(0.012)

人口數
0.767***
(0.077)

0.795***
(0.079)

0.768***
(0.089)

0.790***
(0.095)

經濟發展程度 —
0.00005**
(0.00002) —

0.00005**
(0.00002)

電視使用率 —
-0.0002
(0.005) —

0.125
(0.857)

識字率 —
0.026***
(0.009) —

0.004
(0.009)

常數
-10.871***

(1.303)
-13.840***

(1.751)
-10.744***

(1.413)
-11.711***

(1.738)

樣本數(N) 89 80 93 84

資料來源： Banks和Wilson（2014）; King和Lowe（2003）; Norris（2008）; Su（2015）; World 
Bank（2014）；資策會（2009）；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說　　明：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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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在智慧型手機開始普及後，這種區分便再也沒有意義。總而言之，由於

我們的資料只含括到2004年為止，此限制可能導致無法從分析中看到網際網路

對於集體行動的動員效果。

此外，表一與表二的統計結果顯示人口數在跨國比較中對於社會抗議事件

數帶有正向且顯著的效果，代表當國家幅員較大，社會矛盾可能較大，因此較

常發生社會抗議事件。其次，識字率在模型二與模型六中達到顯著效果，而經

濟發展程度只有在表二達到顯著效果；再者，我們在表一與表二中可發現，電

視使用率對於抗議事件頻率並未產生統計上具顯著的效果，代表在新媒體普及

的時代，傳統媒體對於抗議的動員中似已失去其重要性。最後，我們發現反對

黨陣營的規模並未對於抗議動員造成顯著的效果。這個結果並不必然代表政黨

在政治動員中已完全失去影響力，相反的，若結合新媒體的討論，我們可以將

這個結果解讀為：無論是大黨或小黨，在必要時，都有可能利用新媒體來進行

抗議動員。⑲

伍、快閃政治在台灣

近年來，新媒體在台灣的廣泛普及有目共睹。根據世新大學「2014媒體

風雲排行榜：跨世代媒體使用行為」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於34歲以下的「E

世代」而言，其最信任的媒體是網路，其次才是電視；另外，E世代和X世代

（年齡為35歲到54歲）最常使用的行動裝置都是智慧型手機，其中E世代有八

成五的人在使用， X世代則有七成的人在使用；就算是55歲以上的受訪者，其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口比例也將近四成（陳淑貞，2014）。調查進一步指出，

受訪者如想對政治、社會或公共政策表達看法，最常運用的管道是在網路上留

⑲ 我們感謝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對此所提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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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14.2%），其次是與別人討論（9.4%），會採用電視call-in的受訪者只有1%

（陳淑貞，2014）。由此可見，新媒體的浪潮已大舉進入台灣社會，成為主流

的溝通媒介，同時也對於政治參與的模式產生衝擊。

一、時間序列的統計分析

從較為長期的角度來看，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脈絡，是否會因為新媒體的

普及而有所變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在此將估計量化模型以進行理論驗

證。在模型中，依變數為社會抗議事件數，資料來自Wu和Chu（2010）的資料

庫，⑳ 該資料庫在編碼時所倚賴的資訊來源為聯合報。該資料庫對於抗爭事件

的定義為：任何以政府機構與相關官員為訴求目標的抗議行動，其形式包括阻

礙管理人員執行任務、小規模推擠衝突、罷工（或怠工）、佔據公共建築、示

威遊行集會（包括靜坐）、封鎖道路或公共場所、佔據國有企業公司、抬棺抗

議或其他具抗議象徵意涵的行動、罷課、頭綁白頭巾或拉白布條、揚言罷工與

威脅進行抗爭、絕食、演出行動劇等行動。

至於主要的自變數，則包括行動電話使用率（平均每百人擁有的行動電話

用戶數），以及網際網路使用率（平均每百人網際網路使用者人數）。這三個

變數所含括的範圍為1996年到2008年，以季為單位。㉑

圖三顯示台灣抗議事件頻率從1996年到2008年的發展脈絡，可以發現台灣

的社會抗議事件在這13年間有著非常大的差異。從趨勢來看，在2000年民進黨

執政之後，社會抗議事件數明顯增多。從1996年到1999年，台灣平均每季約

有74件抗議事件；但從2000年開始到2008年，台灣平均每季約有207件抗議事

件，成長將近三倍。圖四則比較歷年來台灣行動電話使用率與網際網路使用

⑳ 我們在此特別感謝朱雲漢教授與吳親恩教授的資料分享。
㉑ 我們取1996年作為資料分析的始點是因為台灣網路使用者之資料從1996年才開始統計，
而取2008年作為資料分析的最後一年則是因為Wu和Chu（2010）的抗議事件資料庫所含
括的範圍為1987年到2008年。本資料受限於其時段而未能涵蓋最近幾年的社運動態，我
們將在下節以個案研究方法分析台灣最新政治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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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台灣社會抗議事件的發生頻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Wu和Chu（2010）。

圖四　台灣的行動電話使用率與網際網路使用率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資策會（2009）以及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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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資料顯示行動電話使用率從1996起到2003年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但從

2003年以後開始維持穩定，㉒ 每人平均約有1.05支行動電話門號；至於網際網

路使用率，則是從1997年到2002年間呈現快速成長，到了2002年後，成長率開

始減緩，平均來說，台灣每百人約有40人的上網人口。

圖三與圖四為台灣的抗議運動與新媒體的發展提供了簡單的描繪。為了理

解新媒體的普及化對於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否具有影響力，我們將進一步提出統

計分析。在模型中，除了行動電話使用率與網際網路使用率這兩個自變數外，

我們亦將包含四個控制變數：一、反對黨陣營的規模；二、經濟發展程度（季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單位以美元計）；三、識字率（年滿15歲以上人口識

字率）；四、電視使用率（有線電視普及率）。㉓ 至於統計分析工具，我們將採

用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然而，由於我們的資料為時間

序列的結構，所以有必要考量依變數「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的問題。

由於目前學界尚未發展出考量自我相關的負二項迴歸模型，因此，我們將採用

考量「一階自我相關」（AR(1)）之泊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作為分析工

具。㉔

表三與表四的統計分析結果為我們的假設提供有力的實證支持。首先，在

㉒ 2003年到2004年行動電話使用率下降，主要是因為2003年下半年行動電話業者陸續進行
合併之後，為提昇電信網路的品質與門號資源的使用效率，主動清理閒置的門號，因而

導致門號數下降（徐志明，2005）。
㉓ 反對黨陣營得票率的資料則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電視使用率的資料則來自行政
院主計總處（2014a）；季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資料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b）；
識字率的資料來自內政部統計處（2014）。

㉔ 在Stata統計軟體，此模型的執行指令為arpois。這個模型最先是由Katsouyanni等人
（1996）以及Schwartz等人（1996）所建立，後來被廣泛運用在計次變數資料的時間序列
分析。另外一種考量自我相關的作法是：在模型中加進一個前期依變數，亦即「社會抗

議事件t-1」。我們在模型中加了這個變數並重新估計，其主要的結果並未出現很大的改
變。在新估計的模型中，除了「社會抗議事件t-1」帶著正向且顯著的效果外，主要的自
變數—行動電話使用率和網際網路使用率—仍具有正向且顯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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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行動電話使用率與社會抗議事件數的實證分析（1996-2008）

模型九

(NB)
模型十

(Poisson AR[1])
模型十一

(NB)
模型十二

(Poisson AR[1])

行動電話使用率
0.011***
(0.002)

0.010***
(0.002)

0.024***
(0.003)

0.023***
(0.003)

反對黨陣營規模
0.024**
(0.011)

0.012
(0.010)

0.002
(0.009)

-0.001
(0.008)

經濟發展程度
0.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1***
(0.0001)

0.001***
(0.0001)

電視使用率 — —
0.052*
(0.030)

0.061
(0.038)

識字率 — —
-0.955***

(0.160)
-0.956***

(0.164)

常數
3.045***
(0.921)

3.931***
(0.756)

87.904***
(13.629)

87.981***
(13.526)

樣本數(N) 52 51 52 51

資料來源： Wu和Chu（2010）；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2014b）；內政部統計處（2014）。

說　　明：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台灣的脈絡下，行動電話使用率和網際網路使用率對於社會抗議事件的頻率

皆有正向且具統計意義上顯著的效果。其次，反對黨陣營的規模㉕ 雖然在模型

九與模型十三這兩個負二項迴歸模型之中，其效果是正向且顯著的，但是在其

他的模型，其效果皆未達統計顯著性。在模型十一、模型十二、模型十五與模

型十六裡，經濟發展程度對於社會抗議的效果為正向且顯著，符合資源動員論

㉕ 一位匿名審查人認為反對陣營規模對於社會抗議的影響可能取決於在野黨是哪個政
黨。為了檢測這個可能的論點，我們重新估計模型，考量反對陣營規模與反對黨的交

互作用，包含兩個變數與一個交互變數：1. 反對陣營規模（opposition size）；2. 民進黨
（dummy variable）；3. 民進黨*反對陣營規模。重新估計的模型結果顯示，交互變數（民
進黨*反對陣營規模）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這個結果代表：根據我們的資料，反對陣
營規模對於社會抗議事件的作用，和哪個政黨在野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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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期；相較之下，識字率對於社會抗議的效果則呈現負向且顯著，而電視使

用率的效果只有在模型十一為正向且顯著。整體來說，我們的統計分析顯示快

閃政治的動員邏輯，在台灣近年來許多社會運動的過程得到印證。換言之，新

媒體的普及，對於許多社運的動員確實產生促進的作用；㉖ 相對而言，我們的

統計分析顯示反對黨陣營的規模與電視使用率對於社會抗議的動員效果並不明

確。

表四　台灣網路使用率與社會抗議事件數的實證分析（1996-2008）

模型十三

(NB)
模型十四

(Poisson AR[1])
模型十五

(NB)
模型十六

(Poisson AR[1])

網際網路使用率
0.026***
(0.006)

0.026***
(0.006)

0.095***
(0.014)

0.090***
(0.012)

反對黨陣營規模
0.030**
(0.012)

0.013
(0.010)

0.003
(0.010)

-0.009
(0.008)

經濟發展程度
-0.0001
(0.0002)

-0.0002
(0.0002)

0.001***
(0.0001)

0.0004***
(0.00016)

電視使用率 — —
0.042

(0.033)
0.050

(0.038)

識字率 — —
-1.273***

(0.186)
-1.208***

(0.168)

常數
3.117***
(1.049)

4.444***
(0.834)

119.113***
(16.610)

113.660***
(14.372)

樣本數(N) 52 51 52 51

資料來源： Wu和Chu（2010）；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2014b）；內政部統計處（2014）。

說　　明：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p ≤ 0.01; ** p ≤ 0.05; * p ≤ 0.1。

㉖ 一位匿名審查人認為快閃政治的動員邏輯可能有其「時機」（timing）的因素，亦即我們
的分析結果有可能只是基於後幾年的資料所致，為了因應這個考量，我們另外在模型中

加入一個新的控制變數：「快閃政治大量興起的年代」（2004年到2008年）。在經過模型
的重估後，我們發現分析結果並未出現很大的改變。這個穩健性檢測（robustness check）
顯示快閃政治動員邏輯的成立應該和特定時間點沒有很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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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陽花運動的案例分析㉗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已呈現出快閃政治的型態。新媒體的普及，大幅

降低了人際間的溝通協調成本，使社會運動常常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即

可組織動員。群眾運動所須的資源，包括資金、人力、科技、傳播、乃至於

醫療、法律諮詢，均可透過新媒體快速協調集結。舉例而言，2008年以反對

集會遊行法作為訴求的野草莓運動，可說是台灣第一個利用電子佈告欄系統

（Bulletin Board System）進行動員的社會運動（蕭遠，2011）；2013年7月20

日，由「公民1985行動聯盟」所發動的白衫軍運動，短短七天號召逾三萬人上

街頭（吳燕玲，2013）；8月3日的「萬人送仲丘」活動，更動員了25萬人到場

聲援，而且是一場「沒有政黨與社運組織動員的活動」（何明修，2013:19）。

在這些例子裡，新媒體的重要性在社運動員的過程中展露無遺。

學者廖達琪與陳柏宇（2013）提出「網路作為政治邊陲者的動員工具」

之概念，分析近年台灣民眾網路政治參與的動員邏輯。根據廖達琪與陳柏宇

（2013），政治邊陲者是政治上有組織的相對少數，其公共議題立場具有後物

質主義傾向、對傳統政治參與缺乏興趣、經常使用社群網站與網路論壇，其政

治動員的動機為理想性較高的訴求。雖然廖達琪和陳柏宇的研究對象是「投票

諮詢應用平台」（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VAA），但若將他們的研究觀點應

用到對社會運動過程的分析，則可發現台灣幾年來的社運確實常由政治邊陲者

利用網路動員所組織而成（陳順孝，2012）。

在2014年3月轟動全國的太陽花運動，由黑色島國青年連線等團體發 

動，㉘ 於「318佔領立法院」行動後成形，其訴求為反對內容與程序皆有重大

㉗ 我們在此只集中討論太陽花為何能動員大規模的支持者，至於該運動為何會在3月23日出
現「佔領行政院」行動（林澤民，2014a）、該運動對於兩岸關係的意義、以及該運動過
程中的符號使用之文化意涵等其他面向，限於篇幅及避免失焦，我們將不予討論。

㉘ 許多具有深厚社運背景的團體，例如地球公民基金會、守護台灣民主平台、公投護台灣
聯盟等組織，亦為太陽花運動的現場組織與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林倖妃、鄧凱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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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㉙ 台北大學社會系師生在太陽花佔領立法

院行動一週之後，對於現場參與者進行抽樣調查，其研究發現：太陽花運動的

參與者不完全只是學生，非學生的參與者也不少，而且參與的社會人士來自各

行各業，因此這個運動「具有相當程度的廣泛性，將之視為一場全民的公民運

動，絕不為過」（陳婉琪，2014）。

在太陽花運動的動員過程中，成員們不但充分利用臉書（Facebook）、

噗浪（Plurk）和LINE作為資訊傳播媒介，更在極短時間之內架設所需的即

時資訊傳播平台。運動剛形成後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參與者張龍僑在進入

議場後，利用拖鞋當腳架，以平板電腦架設臨時的轉播平台，即時轉播佔領

立院的現場情形（卓冠齊、賴振元，2014）。另外，零時政府（g0v）網站

的建立，為運動建構優異的直播工具與資訊入口，幫助其達到「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Howe, 2008）的目標（Chen et al., 2014）；台大新聞E論壇

的異軍突起，象徵公民獨立媒體可為資訊的正確性擔任把關，並展現及時傳播

能力（彭筱婷、呂伊萱，2014）；運動參與者也利用Google Maps Engine的功

能，將立法院周邊的資訊彙整成「佔領立法院地圖」，標示交通路線、流動廁

所及演講舞台等，讓現場的參與者能掌握抗議行動的動態；透過即時網路平

台，搭配陣容完整的外電翻譯組，太陽花運動更得以全天候即時發送十三國語

言新聞稿，向國際傳播理念（謝佳君，2014）。

此外，非常巧合的是，在3月20日，Open Garden公司推出FireChat軟體工

具，可提供使用者在沒有網路連線的情況下，傳遞文字和照片訊息。太陽花運

動成員在該軟體推出後，即建立起無網路狀態下的緊急手機網，突破網路流量

塞車或訊號微弱的限制（魚夫，2014）；而FireChat也在9月底香港的「佔領中

環」抗議行動中被廣泛運用（Mozur and Wong, 2014）。

新媒體在太陽花運動的運用（Wu, 2014；洪貞玲，2014），幫助該運動在

㉙ 關於太陽花運動的起因以及詳細過程，可參考劉定綱（2014）以及晏山農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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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短時間內動員許多參與者，急速擴大規模，不僅讓警力措手不及，連該運

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也感到吃驚（黃國昌，2014）。㉚ 同時，新媒體更為太陽

花運動在極短時間內籌得所需的資源。3月24日，太陽花運動在群眾募資平台

FlyingV進行「台灣，這次妳一定要撐下去」的廣告集資活動，㉛ 其提案上線

之後不到三小時就達成633萬元的募款目標，在一天之內計募得693萬餘元的贊

助，成功買下台灣蘋果日報與美國紐約時報的頭版廣告（胡元輝，2014）。

新媒體雖然為太陽花運動的動員帶來不少優勢，但新媒體在社會運動過程

的其他面向則有其限制。例如陳怡如（2014）認為，網路新媒體雖然讓這次運

動得以主動掌握發言權，但因為網路的資訊內容常常流於零碎、片段，使人難

以掌握到重點；Hong（2014）則指出，大多數的公民仍然透過傳統媒體的新

聞剪輯以獲得運動的資訊，㉜「使得各事件的詮釋權被奪走」。然而，總體來

說，新媒體對於太陽花運動的形成與曝光率的提升，確實具有不容忽視的影

響，而且可以想見，新媒體將持續為未來的社會運動提供更多有利的機會。

陸、結論

本文主張快閃政治的興起，與新媒體所帶來的通訊革命息息相關。我們利

用實際的事例，指出當前許多社會運動都具有快閃政治的特質：運用新媒體、

動員速度快、能量強。我們的實證分析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說明行動電話與

網際網路的普及，對於抗議事件的動員具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

㉚ 根據太陽花運動重要發起人陳為廷的說法，當初在計畫行動時由於人數不多，運動的另
一重要人物林飛帆甚至提議只打算「佔領」總統府前的景福門（方翊倩，2014）。

㉛ 由於程序爭議的問題，FlyingV（https://www.flyingv.cc/）後來另行成立「社運專用」募資
平台VDemocracy（https://www.vdemocracy.tw/）。

㉜ 事實上，世新大學（2014）最近關於媒體使用行為的調查發現，民眾在獲取政治、社會
或公共政策等相關資訊的管道中，仍以電視（67.9%）為主，其次才是網路（43.9%）
（尤騰輝、黃翊琪，2014）。



Vol. 12, No. 2 / June 2015

146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二卷，第二期 (2015年6月)

力不管是在跨國分析的脈絡、或是一國國內下的脈絡，都能觀察得到。相對而

言，我們發現反對黨陣營的規模對於抗議動員的過程似乎已失去其重要性，這

有可能是因為不論反對黨陣營大或小，它們都有可能在必要時利用新媒體進行

抗議動員。

我們認為，快閃政治的社運型態對於台灣政治造成的影響有三。首先，快

閃政治催生出新的政治力量。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其主要領導者在2014年5月

18日成立「島國前進」團體，試圖將太陽花運動組織化；同時，與太陽花學運

密切的組織「公民組合」，於7月正式登記成為社團法人，在2015年分裂為「時

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股力量，紛紛宣佈將投入2016年立委選舉。因為

快閃政治而誕生的政治新秀，是否會「快閃」消逝、曇花一現，值得觀察。

其次，快閃政治的型態除了持續影響其他新興社運之外，㉝ 更使政黨與政

府開始重視新媒體在政治傳播中的威力。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開啟了政黨

運用網路進行動員的先例（Bimber and Davis, 2003），其後開始有愈來愈多的

民主國家政黨，利用網路傳達資訊並爭取選民支持，包括成立官方網站、利用

電子郵件對支持者發送電子報，甚至成立專責的「網軍」在線上論壇為所屬政

黨辯護。㉞ 在太陽花運動落幕後，行政院於2014年5月中旬宣佈成立新媒體小

組；2015年4月起，國民黨智庫「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在改組後新

增「新媒體、新世代組」，將負責網路傳播等工作（李光儀，2015）。除了傳

統政黨之外，新興政黨及公民團體更是會利用新媒體進行政治傳播，同時也在

近年來的抗議動員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新興政治行為者與新媒體的互動之

相關研究議題，或許可留待未來研究者持續探索。㉟

㉝ 2015年3月由黑色島國青年臨時發起，以反對政府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訴求
的快閃抗議行動，為快閃政治的另一例子（宋小海，2015）。

㉞ 然而，Cardenal（2013）認為並非所有政黨都會積極利用網路作為動員工作，因為有些政
黨可能會認為利用網路所帶來的效益並不明確，而且可能會承擔更多新的組織成本。

㉟ 我們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對此所提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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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認為在新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快閃政治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傳統

政黨的式微。正如廖達琪所提到的，「藉由網路動員的能量和效果是不能低估

的……透過網路衝破藍綠藩籬，對既有的藍綠政治板塊結構是會有鬆動、變化

的可能」（林敬殷，2013）。從台灣近年來的社運過程中，可發現不論是國民

黨或民進黨，因為組織僵化以及無法有效回應世代不正義、貧富不均等議題，

對於社會運動都已經失去主導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政治參與可能會變成

一種「馬上辦政治」（politics on demand）的型態，亦即當政府施政不符民意，

公民社會將不願訴諸制度化管道而直接動員抗議來要求政府改變。如果「馬上

辦政治」變成常態，台灣的傳統政黨將如何因應？而這樣子的結果，是否可能

轉變成一種民粹政治？這樣的新興政治現象，是否與政治參與的世代差異有

關？這些問題，值得未來研究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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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全球民主國家實證分析的描述性統計

變數 觀察值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抗議事件數 182 8.264 22.363 0 247

行動電話使用率 183 38.772 32.548 0 111.651

網際網路使用率 183 19.480 21.408 0.028 83.89

反對黨陣營規模 183 46.622 12.614 5 75.875

人口數（log） 183 15.710 2.007 11.523 20.797

經濟發展程度 183 10406.93 12735.47 150.835 64704.6

電視使用率 178 336.916 4490.192 0.003 59907

識字率 169 90.132 14.961 14.5 99.9

資料來源： Banks和Wilson（2014）; King和Lowe（2003）; Norris（2008）; Su（2015）; World 
Bank（2014）；資策會（2009）；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附錄二　台灣實證分析的描述性統計

變數 觀察值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抗議事件數 52 166.365 91.191 31 387

行動電話使用率 52 77.374 39.972 4.5 115

網際網路使用率 52 29.467 14.709 1.858 45.405

反對黨陣營規模 52 48.541 5.082 39.61 60.4

經濟發展程度 52 3664.538 416.869 3051 4651

電視使用率 52 73.514 6.433 59.57 81.7

識字率 52 96.223 1.187 94.32 97.78

資料來源： Wu和Chu（2010）；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2014b）；內政部統計處（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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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Mob Politics in Taiwan:  
New Med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Tse-min Lin and Yen-pin 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new media on social movements. W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flash-mob politics”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recent social movements. 
In flash-mob politics, political activists rely on new media that is widely accessible 
on mobile and internet-based devices to mobilize large-scale particip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use of new media helps overcome the free-rider problem by 
transforming the Prisoner’s Dilemma into a coordination game, which facilitates 
collective action. We use a multi-method research desig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ellphone/internet usage on the frequency of collective ac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a Taiwan-specific time-series analysis, and a case study. Our event count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data (2000-2004) shows clear positive effects of cellphone 
usage, and our event count time-series analysis of quarterly Taiwan data (1996-2008) 
shows even clearer positive effects of both cellphone and internet usage. Our case 
study of the recent Sunflower Movement complements our quantitative analyses. 
We conclude that new media and flash-mob politics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forces, speed up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party politics, and catalyze a new 
form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t we call “politics on demand.”

Keywords:　   New Media,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 Movements, Prisoner’s Dilemma, 
Coordination Game, Sunflower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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